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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幅古地图看“天下观”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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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地图既可呈现时人的空间视野，亦可传达当时的政治思想观念，二者是“天下
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尚书·禹贡》篇所载随山浚川之图展现出以九州华夏为中心的“中国
之中国”，华夷图展现出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亚洲之中国”，坤舆万国全图、地球全图则展现
出作为万国之一的“世界之中国”。四幅古地图分别诠释了先秦、唐宋、明末、晚清四个时期人
们的空间视野和政治理念，勾勒出我国古代“天下”观的大致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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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七年( 1901) ，梁启超著《中国史叙论》。全文分为八节，其中最后一节，他借用西方的历史
时段分界之法，将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三世，即“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
第二中世史，自秦之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
日，是为世界之中国。”［1］依据梁启超的这般历史分段之法，可以清楚地窥测到中国各个历史时段的时
空特点。每一历史发展时段的时空特点往往影响着时人思维的广度和深度，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则决定
了思想观念的边界。因此，特定的历史条件孕育了与之相符的空间视野及隐藏其后的观念意识，空间视
野与观念意识共同构建了时人的“天下”观。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所描述的三“世”，展现了中国古代各“世”的空间视野及其政治理念，即
表达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天下”观念。此观念则由时人之话语和行动投射至历史的诸多角落，而古地图
成为诠释这一观念的重要工具。假如我们将梁氏上段文本转译为图幅大小相等的三类地图，那么，第一
类地图将被中国的区域范围所填充，当然它不一定与今天的行政区划完全重合;第二类地图上除了中国
的疆域之外，还多出了中国周边的陆地以及大大小小的岛屿;第三类图则是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世界
五大洲清晰可辨。

一、《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中国之中国”

首先看先秦时期“天下”观念中的空间视野，需要指出的是，先秦时期遗留下来的地图屈指可数，呈
现宏观空间视野的地图更是凤毛麟角。《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曰: “舆地图，汉家所画，非出远古
也。”［2］3805因此最早描绘先秦之人“天下”宏观空间视野的地图恐不早于汉代，因现今无法获得关于这方
面的先秦时期的直接材料，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求佐证那个时代空间视野的间接材料。本节所述的《禹
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即是宋人依据《尚书·禹贡》所载，为解释经史而著的参考图，这种就经而作的地
图，王逸明称之为绎史图［3］。这一出自宋代人之手的绎史图《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 见图 1) 能否作

·38·



为印证先秦时期人之观念的地图? 清人胡渭在《禹贡图》文中曰: “但使( 地图) 东西无易面，远近不相
背，说之所及，以图证之，图之所不及，以意会之，辨方正位，存其梗概而已。”［4］17显然胡渭对此持有肯定
的态度。明代历史学家郑澹泉的《禹贡要注》开篇附图即是随山浚川之图［5］。而上面提到王逸明所谓
绎史图显然也暗含这种就经为图的合理性。

图 1 《尚书·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

《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以最早的地理学专著《禹贡》为本而作。《禹贡》成书时间虽有西周说、
春秋说甚至战国说，然一言概之谓形成于先秦时期大致不错。《禹贡》记载: “禹别九州，随山浚
川”［6］146。古人根据山、川等自然地理因素，将所知的地域范围划分为九个州，分别为冀州、雍州、兖州、
豫州、青州、徐州、荆州、梁州、扬州，这是我国最早描述地理分区的著作，并明确提出了州的概念［7］。
《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则依据先秦之人的这种地理框架而作，其图幅所画地理范围大致北至华北平
原北界、东到于大海、南至长江流域、西止于黄土高原西缘地带。《禹贡》记载:“济、河惟兖州”“海、岱惟
青州”“海、岱及淮为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为荆州”“荆、河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
水、西河惟雍州”［6］147－150。济指古济水，在今山东一带;河指黄河;淮指淮水;荆指荆水今长江，现长江中
游仍有一段称为荆江;衡阳指湖南中部衡山一带; 黑水，清人胡渭云: “出张掖鸡山，南流至敦煌”［4］299，
仍不出今天的甘肃。由此观之，《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所绘的地理范围与《禹贡》九州之范围基本
符合。

上述地理空间范围似乎是先秦之人的“天下”视野所致，时人李斯、苏秦关于当时疆理的表述足能
证明此点，李斯言曰:“夫以秦之强，……足以灭诸侯，称帝业，为天下一统”［2］2540。这里的“天下”一统
主要指空间上统并东方六国，而东方六国主要分布于《禹贡》九州地域内，基本没有超脱《禹贡》所载随
山浚川之图所示的地理范围。《战国策》记载苏秦的言辞曰:“秦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
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8］78“韩北有巩、洛、成皋，西有宜阳、常坂之塞，东有宛、穰、洧
水，南有陉山”［8］500“魏南有鸿沟，东有淮、颍，西有长城，北有河外( 河套地区) ”［8］638“赵地方三千里，西
有常山( 恒山) ，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8］787“楚天下之强国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
阳，北有陉塞、郇阳”［8］900“燕东有朝鲜、辽东，西有云中、九原”［8］1039，齐国之疆理不必赘述，几位于今山
东中东部地区。如若将苏秦所述各国的疆域拼接而成一整体，它几乎与《禹贡》九州的范围是一致的。
推而得之，以《禹贡》为本随山浚川之图当是苏秦( 先秦) 时代“天下”空间视野的图像描绘。

苏秦表述楚国地理疆界时已使用“天下”一词，认为楚国是“天下之强国也”，里面有这样一层意思，
即先秦之人的“天下”既包括诸如齐、晋等华夏之国亦含有非华夏之国如楚国等，《禹贡》九州内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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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共同构成了时人之“天下”。正如李长傅先生在《禹贡释地》中总结的那般，认为苏秦所述各国范围
正是先秦那个时代人们活动视域的“天下”所至［9］。
《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主题部分是九州地域分布，依据《禹贡》所述，详细标识出九州之位置及

作为其分界线的山川和河流。九州名称的图式标识显著有别于山川、河流之名，冀、雍、兖、豫、青、徐、
荆、梁、扬等九字代表的九州名称，不仅字体上大于其他地理事物名称，而且采用了镂空的墨色背景字
体，外嵌墨环状的图式，九州名称的标注整齐划一且别具一格，俨然有意凸显九州存在的一体性，九州组
成了“天下”，而“天下”也涵盖了九州。此种作图方式不自觉地提供给后人这样一种思考路径，即中国
自古以来即是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国家。

先秦时期，人们对自己所居的地理空间已有一个粗略的经验判断，这类判断所产生的图像轮廓必然
是不清晰的，这体现于“天下”边界的模糊性。

天圆地方观念由来已久，受之影响，“天下”边界体现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极至，所谓极至即最远
所能达到的地方。《禹贡》云:“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6］153。道出东、西所至，
分别是海和流沙之地，然南方和北方之所至表述得模糊不清。先秦之人认为“天下”的范围介于东、西、
南、北四个极至之内，既然有极至，必然有确切的地理位置，但是四方极至的位置在时人观念意识中又是
渺茫的。换言之，先秦时代人们虽然相信四方边界的存在，然而这仅是一种模糊的印象，且不说《禹贡》
对南、北地理所至叙述有些含糊，即使东、西所至也只是笼统地指出至于“海”与“流沙”，并无实质的位
置确认。故不能以今天的空间感套释李斯、苏秦的“天下”视野，毕竟先秦之“天下”受制于那个时段的
知识与技术水平。因此，那个时代人的“天下”并非无远弗届。
“天下”的边界如何在《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上呈现? 这类呈现方式反过来又折射出“天下”观

怎样的内涵? 如前所述，此图所展“天下”边界的形式显受“天圆地方”之“地方”意识的影响，以四边极
至呈现。东边极至大海，与现实东部曲折的海岸线不同，图上以几呈上下( 南北) 笔直的陆地轮廓线区
分海陆，近海的半岛、三角洲、河湾等难觅踪影;西边极至则由昆仑山、岷山等一系列山脉组成，呈南北直
线排列，与东西绵长山脉的实际地理走向不符，山脉之西有黑水河潜行，亦呈南北正向流向;南边至仍然
采用了直线构图法，即也由系列山脉组成，不同则是东西水平的直线排布代替了前者的垂直分布;北边
至地理事物较少，山脉非呈连续状，河流也非水平流向，然将北边至所有地理事物连缀成线，依旧呈现与
南边至相平行的直线。综括观之，《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展现的地域形状凸显了古人“地方”的观
念。图之东、西极至之“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空间，就被地图边框所禁，似乎在那之外真的别无他物，
而北边至以北与南边至以南虽留有些许空间，但这些空间没有任何图像符号和文字标注，似乎这里没有
禹迹的关照，更未受到“声教”之所化，仿佛是不毛之地的绝域。

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人之视野不断扩展，“天下”不再局限于《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中的九州
范围。

二、《华夷图》——— “亚洲之中国”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有一幅碑刻华夷图 ( 见图 2) ，此图始绘于北宋徽宗时期，南宋高宗绍兴六年
( 1136) 镌刻于碑石。图的一角有文曰:“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 耽) 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
闻者载之，又参考传记以叙其盛衰本末。”通过这句话及古图之名清楚地表明此图以唐朝贾耽所作之图
为蓝本而作①，它是一幅展现中原王朝与四方蕃夷关系演变的历史地图。文中之贾耽曾任唐代鸿胪卿，
负责四夷的迎送往来事宜，借此不断地收集四方的信息与资料，在此基础上绘成海内华夷图 ( 已
佚) ［10］267，本节所述华夷图正是由贾耽之图而来。因此，华夷图所呈现的地理知识和空间视野并非纯粹
的主观臆断，乃是古人经过一番探寻所得出的判断，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宋时人的“天下”空间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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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孙平果所编《中华古地图集珍》，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5 年版;席会东《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3
年版。



野与观念意识。
碑图正上方居中上下竖列刻有“华夷图”三字，字体较大。制图者以醒目的字号强调着地图的主题

内容，即这是一幅叙述华夏与夷狄关系的地图。华夷图涵括《禹贡》九州区域及其周边，这一空间范围
当是时人“天下”空间视野的描述。

直观华夷图，其所示的空间视野已经远超先秦。以逆时针观之，图之西部延伸至今天的帕米尔高
原，西域各国历历在目，印度半岛与印度洋赫然图上，先秦时期被视为化外的华南区域亦被详细标注，东
北方朝鲜半岛也有一席之地，而早在汉代就与中国有交往的日本虽未出现在图上，但文字注记已说明有
“东夷海中之国”。华夷图与《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相比，其覆盖的空间范围确实大有扩展。它向人
们传达了唐宋之际“中国”之人的“天下”不再局限于九州范围，其视野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域外，地缘周
边之近邻则是他们认知《禹贡》九州以外世界的起点。
“中国”的位置位居图幅中央，是这幅地图的主角，并且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周边异族处于地图的边

角。显然，华夷图的“天下”版图比图 1更加开阔，它不仅显示了“中国”与周边各族的空间关系，而且强
调“中国”与他们的宗主藩属关系。

图 2 华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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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图文字注记较多，其中大多叙述周边民族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历史沿革。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文
字包含浓厚的政治色彩。试分别看对朝鲜、西夏、越南的记述，“辽海之东，周封箕子于朝鲜，汉置乐浪
等四郡。高丽在辽东之东千里，东晋以后居平壤，世受中国封爵，秉正朔”，宋朝将朝鲜视为被封之地乃
至地方郡县，犹需“秉正朔”。又如“夏国自唐末拓跋思恭赐李姓，宋端拱初，赐以国姓，至宝元元年元昊
始僭号”，中原王朝对元昊的建国称帝斥之为“僭”。再如“ 州日南，即越裳林邑之地，汉马援植铜柱以
表汉界，宋自开宝以来，交趾修贡，请内附，皆授爵”，交趾来聘，宋则视为修贡内附，且授爵于人。诸如
上述类型文字屡现不鲜，话语之中明显呈现上与下的政治主从关系。这种以“天下”非己莫属、唯我至
尊的情怀，毫无遗漏地渗透在碑刻华夷图的文字标注里。

这幅以华夷命名的地图在晋、冀北部标有长城的符号。长城是中原王朝抵挡北方游牧政权的军事
建筑，与其说它将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的界限分明地加以凸显，毋宁说它暗示了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统
治者自我保护的心态。丰衣廪食、自给自足的中原统治者无需假于他者，无疑对他们处居天下中心的优
越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在“裔不谋夏，夷不乱华”［11］观念的作用下，长城很容易被古代中原统
治者浓墨重彩地描绘，而长城的出现又如华夷图名称般清理着华夷秩序。

华夷图右下方刻有“岐学上石”四字，表明此图最初应是岐州( 今陕西凤翔) 学府因教学之需而设，
让当时的学子们了解“天下”大势。既然这幅地图所阐释的是尊宋黜夷的“天下”情怀，如此则不难理解
有人将此图定位为“大宋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表现形式”［12］15。据史料记载，当时华夷图的流传不仅局
限于学子间，也受到宋朝统治者的推崇。宋孝宗对此图高度重视，不仅选德殿御座后面的金漆大屏刻有
华夷图，而且建议大臣在本部都堂摹刻此图，以便随时观览。这件事可在宋人王应麟的笔下找到证据，
史曰:“乾道元年七月癸丑晚，( 宋孝宗) 御选德殿，御座后有金漆大屏……上指示洪适等曰: 朕新作此
屏，其背是华夷图，甚便观览，卿等于都堂亦可依此。”［10］1662为何宋孝宗对一幅地图有如此言行和举动?
或许自认为“中国”正统的孝宗皇帝目睹这幅华夷图时，图上居中央的庞然“中国”与边角的微小四夷二
者的鲜明对比，使积贫积弱的宋帝重拾“天下”共主的自信。

古人通常采用“计里画方”的作图方法体现图上的事物。“中国”幅员在某一时期内确曾大于周边
异族政权，如果按照计里画方的方式绘制地图，“中国”的疆域轮廓必然会大于周边政权。然华夷图展
现出的“中国”与周边的大小比例，被构图者的想象所改变，这种比例不再关心地理空间上是否趋于真
实，而成了道德与价值的隐喻，道德与价值之区分诠释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四夷之所以为四夷的原
因。“天下”之中的“中国”与四夷在图上的比例被扭曲，也暗含古人视野中的“天下”是一种差序有别
的格局存在，恰如费正清所云，中国古代的对外模式正如它的内部社会结构一样，均存在着等级
秩序［13］。

尽管“计里画方”的作图方式在中国古代沿用了一千多年，唐人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和宋人的华夷
图，均是以此而作，然而它终究登不上现代科学的殿堂。随着西洋传教士的东来，他们带来的更为精确
的作图方式将会对中国古代传统的制图方法构成巨大挑战。

三、《坤舆万国全图》《地球全图》———“世界之中国”

万历年间，西洋传教士利玛窦带着一张具备当时最新天文、地理、科技知识的地图到达明朝，此图名
为《坤舆万国全图》( 见图 3) ，南京博物馆现藏有其摹绘本。

利玛窦介绍给明人的第一幅世界地图并非《坤舆万国全图》，而是万历十二年( 1584) 在广东肇庆绘
制的《山海舆地全图》，这对时人来说无疑是一张闻所未闻的奇图。肇庆知府王泮对这幅地图非常感兴
趣，而后令人刊刻并作为礼物送给显贵之宾。从利玛窦的一段记录中可知这种世界地图在当时相当一
部分人那里受到了欢迎，就在同一年，利玛窦在给罗马天主教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书信中写道:
“您应该知道这张地图在中国是多么受到重视，还是知府本人在他官邸中亲自督印的。但他不愿卖给
任何人，而只把它当作重礼，赠送给中国有地位的人。”［14］《利玛窦全集》又记载曰:“欲使中国人重视圣
教事业，此世界地图盖此时绝好，绝有用之作也。”两句文字表明利玛窦以图交友的传教思路，此思路成
立的前提则是他的世界地图在中国确有“市场”。然而，明代部分士大夫针对《山海舆地全图》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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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面对“西洋地理学家置中国于地图之极东一角，则怒”。因为时人认为“世界唯中国独大，余皆
小，且野蛮”，将中国置于地图的边鄙位置，在思想上难于接受［15］。于是利玛窦将原图的子午线投影转
移，使世界地图由“大西洋格局”转为“太平洋格局”［12］174，中国被移动至地图的中央位置，即是今天我
们见到的《坤舆万国全图》。因此，《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运用西方地理知识并结合中国传统观念绘
制而成。

图 3 坤舆万国全图

《坤舆万国全图》给明代人呈现出一幅前所未闻的世界图像，从亚细亚到欧罗巴，再至亚美利加等，
地球上几块大陆以及将其切割的海洋几乎全部在这幅图中展露。《坤舆万国全图》所覆盖的空间视野
几乎达到人们在地球上所能涉及的范围极致 ( 之所以用“几乎”，是因为当时欧洲人还没有发现澳洲大
陆，因此图上并没有画出澳洲) 。图中地理事物均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可使人了解 16世纪末 17 世纪初
的知识与技术，传达着那个时期世界各地的历史、风俗和特产的概况。《坤舆万国全图》的左上角与左
下角分别是北半球图和南半球图，两幅小图是对主图内容的补充说明，暗示人类赖以生存的大地的球面
体形状;右上角为九重天图、右下角为天地仪图，向人们展示当时欧洲的宇宙天地观念。明代的统治者
包括万历皇帝均目睹过《坤舆万国全图》，盖那时的“中国”人对世界的真实形态已有所闻。那么，这对
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下”观造成怎样的影响，又有怎样的思想史意义?

怀揣“天下”情结的万历皇帝和大臣见到《坤舆万国全图》时，想必心情一定是复杂的，根深蒂固的
天圆地方观念在这张地图上遭遇了质疑，来自异域的学说虽使人倍感新奇，却于心理层面令人极度震
惊。光禄寺少卿李之藻不无感慨道:“地如此其大也，而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中之毫末，吾
更藐焉中处，而争名竞利于蛮触之角也与哉……”［16］监察御史杨廷筠也发表了对新知世界的看法:“皆
大圆，无起止，无中边。”［17］瞿式谷在《职方外纪小言》中也有类似思考:“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
十之一，亚细亚又居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
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显然一些明朝士大夫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并非“天下”的中心，而是作
为世界一员存在于东方一角。万历皇帝看过《坤舆万国全图》后的表现，似乎不如后世所叙述的那么不
堪，让人误以为天子感到了“天下”的崩溃［12］174。万历皇帝的心境应该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因为他并
没有怪罪利玛窦，后来皇帝甚至在京城专门辟出地方让利玛窦安居，并在阜成门外为其划出一块墓地。

然而，毕竟“天圆地方”和“中国”居“天下”中心的思想，长时期流传于东方的土地上，这些观念已
深深地嵌入“中国”士大夫的深层意识，且积淀成为东方民族思维的背景知识。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
图》所折射出的世界观———人类生活的世界是个球状，与“天圆地方”和“中国”居大地中心的思想基点
互相抵牾。如果从西洋传来的地理新知被证明了它的正确性，那么意味着“现行”的一切架构，诸如中
国皇帝在“天下”之中的唯一性，周边夷狄的藩属身份都将失去合理的根据，正如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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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史》中所用的一个词汇，“中国”真的就要面临“天崩地裂”了。这种危机感相当程度上源自士大夫自
身的“天下”责任意识。《坤舆万国全图》展示的空间视野，远远超越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想象中的声教所
及的“天下”，它不符合一统“天下”和皇权至上的统御理念，因此，万历皇帝也仅仅是将其刻制成屏风，
不再理会。
《坤舆万国全图》携带的知识与观念确实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下”观念意识层面敲击出一道裂痕。

它使当时之人不再固执地认为自己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平面体，起码有一部分士大夫已经这样认为，如李
之藻、杨廷筠、瞿式谷等，还有刊刻《山海舆地全图》的王泮。《坤舆万国全图》在中国古代自成一体的思
想与知识系统链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将西方的一些观念与知识钩挂于这条系统链之上，而后使其逐
渐地融入中国人的知识与观念世界中。葛兆光认为在利玛窦时代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古代中国已经从
想象的“天下”进入实际的万国［18］。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经过修改之后流行于中国的，而之前的《山海舆地全图》
早已消失，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同样是出自于利玛窦之手的地图，只因中国的位置摆放不
同，竟遭遇截然不同的命运。它反映了明末时期中国传统思想依然顽固强大。西洋传教士带着满腔热
情来到东方这片土地，他们希望以赠送地图的方式拉近与统治者的距离，以便开展圣教事业，既然如此，
他们也不得不在图上对中国的传统做出妥协。

如果说明末之人对利玛窦地图中所包含的知识与观念尚存芥蒂，清朝后期，在坚船利炮的攻打下，
部分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接下来通过另一幅地图来窥探晚清人对“天下”( 世界) 的认知。

咸丰甲寅年( 1854) 七月，广东香山人林谦考订，其子林业摹绘制作《地球全图》①。此图与利玛窦的
《坤舆万国全图》相较，多出澳洲大陆，它意味着世人对世界地理知识的掌握更加丰富详备。这张图的
名称已经摒弃前人常用的“禹贡”“九州”“华夷”“舆地”等类字眼，直接采用“地球”二字表明图幅所描
绘的空间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地球全图是由两个半球———东、西半球———的区域拼接而成，显然晚清
之人已经从“天圆地方”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承认大地是一个球形体。图中标有相互交织的经纬网以及
太阳直射点于地球表面的移动轨迹，这些曾经被不屑一顾的西方知识与技术，却也开始被清人接受并应
用于作图。更重要的是，图上的中国已不再占居图幅的中央，海洋中不起眼的岛屿亦被标注了名字，即
使遥远的南北两极也受到了应有的关照。这是一幅更趋近于客观叙述世界各国空间位置关系的地图，
此时中国已不再需要特殊的位置安排。后来国人的“天下”意识被西方的炮火震得粉碎。故晚清以降，
“天下”意识逐渐消失，“万国”时代即将来临。

最后回到前面依据梁启超的中国“三世”论所转译的那几张图幅相等的地图上来，这几张被转译的
地图均可以在《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华夷图、《坤舆万国全图》以及《地球全图》中找到相对应的位
置。《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华夷图、《坤舆万国全图》《地球全图》等分别描述了先秦、宋代、明末、
晚清四个时代的“天下”空间视野，折射出我国古代对“天下”之空间视野的认识发展历程，即从九州“天
下”扩展到华夷“天下”，再至万国世界。

在地图学中，图幅相等的地图比例尺越大，表示的地理范围就越小;反之，比例尺越小，则描画的地
理范围越大。中国古代的“天下”情怀，如同从《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发展到地球全图所采用比例尺
的变化趋势，经历了由“大”到“小”的嬗变，即在中国古代“天下”的空间视野扩展的同时，其政治理念
的空间也在发生变化，从先秦九州“天下”的诸夏亲昵、尊王攘夷的理念，至唐宋皇权无远弗届的“天下”
构想，直至晚清面对传统“天下”逐渐坍缩的无可奈何，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下”观念最终被近代的世界
万国意识所替代。

因此，古地图传达给后人的信息未必是纯粹客观的，人为失真的图像除了对“天下”空间视野的描
述，亦隐藏了时人关于“天下”的政治诉求与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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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volution of“the World Viewpoint”From Four Ancient Maps

SHAN Chang-cheng
(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map can not only present people’s spatial vision，but also convey the political and ide-
ological concepts at that time． Both are important parts of“the world viewpoint”． Sui Shan Jun Chuan Tu
shows that“the China of China”is centered on Kyushu Huaxia，recorded in Shang Shu · Yu Gong． Hua Yi
Tu shows that“the China of Asia”is centered on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Kun Yu Wang Guo Quan Tu and
Di Qiu Quan Tu show that“the China of the World”belongs to one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 four
ancient maps have interpreted the ancient people’s spatial vision and political ideas of the Pre－Qin Dynasty，
Song Dynasty，Ming Dynasty and the late Qing Dynasty，and thus outlined China’s general evolution of the
ancient“world viewpoint”．
Key words: ancient maps; the world viewpoint; geological space; political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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